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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格尺度的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生态
风险空间关系

周　 航，赵先超∗

湖南工业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要：厘清基于网格尺度的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特征，可为微观尺度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视角。 以

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土地利用、夜间灯光和经济社会等数据，测算和分析城市群碳排放风险与生态风

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探究二者的空间集聚规律。 结果表明：（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土地利用

总转化面积为 ８１．３２２×１０４ｈｍ２，其中，建设用地面积扩张最多，水域面积缩减最多。 （２）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净碳排放量减少 １１０１．
８６９×１０４ ｔ；碳排放风险呈减弱态势，空间分布呈多“核心⁃边缘”圈层结构。 （３）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生态风险总体呈微弱下降趋势，空
间分布格局以洞庭湖和湘江流域为中心向四周递减。 （４）研究期间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由 ０．２５６ 变化为 ０．３０９，碳风险与生态风险之间具

有显著的正相关，且正向效应增强。 空间上高⁃低集聚区和高⁃高集聚区呈减弱态势，低⁃低集聚区和低⁃高集聚区呈上升态势，碳
风险高（低）值区与生态风险高（低）值区呈现空间同质性，这进一步证明碳风险对生态风险具有正向驱动作用。
关键词：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生态风险；夜间灯光；双变量空间自相关；长株潭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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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风险是指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变化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造成负面效应的可能性［１—３］。 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生态系统风险频发［４］。 土地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载体［５］，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几乎承载着所有的人类活动，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直接碳排放约占同期碳排放总量的三分之

一［６］，其碳排放量仅次于化石燃料［７］。 当前，因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多引发的全球气温上升、冰川积雪融化、生
物多样性减少及生态脆弱性增加等问题，既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也加剧了生态系统风险。
因此，研究土地利用变化下碳排放增多引发的生态风险问题，亟须重点关注、深入探讨。 党二十大报告也明确

提出，注重绿色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建设用地

的扩张必然会导致碳排放过度增长、城市热岛效应加剧，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间的矛盾将进一步尖锐。 因此，
面向双碳战略深入研究碳排放风险与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及集聚规律，对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

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世界范围内土地利用及其变化造成的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损失是第二大碳排放源［８］。 有研究表

明，碳排放的增加会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９］、生态风险加剧［１０］，威胁区域生态安全。 因此，为客观清晰

评估碳排放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本研究通过构建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指数进行评估，以表征研究区碳排

放风险的相对大小［１１—１２］。 目前，关于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的研究对象多为行政区［１３］、城市地域单元［１４］等区

域，在此基础上，引入碳排放风险指数和碳足迹［１５］对区域碳排放风险进行分析，然而，较大研究尺度的碳排放

风险评估增加了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实际应用。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
土地变化不仅会影响区域的碳排放风险，也会导致生态风险产生相应变化。 近年来，随着人地矛盾日益凸显，
学界对生态风险的评估对象由重金属［１６］、水环境［１７］等向土地利用［１８］ 延展，有学者通过 ＲＲＭ 模型［１９］ 或景观

格局指数［２０］对生态脆弱区进行风险评价。 在此基础上，为全面客观、精细刻画区域生态风险的活动态势，学
者们进一步对生态风险的时空格局［２１］和影响因素［２２］等方面展开讨论，研究发现自然因子对生态风险的影响

具有较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２３］。 随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２４］，研究视角开始从人类活动［２５］、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系统健康［２６］、生命共同

体［２７］等领域切入，为制定更为全面、综合的政策及措施提供多层次、多领域的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然而，前
述研究在研究尺度上多基于省、市等中宏观尺度，对县、网格等微观尺度的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研究十分有限，
而关于生态风险的研究对象也多聚焦于生态脆弱区，对人类活动强度较大的城市群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现有

关于碳排放风险或生态风险的研究内容多从不同角度或尺度对二者单独展开研究，鲜有揭露二者空间关系。 因

此，以碳减排为目标，开展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排放与生态风险二者空间关系分析，特别是聚焦碳排放对区域

生态风险影响研究，既在一定程度上厘清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生态风险之间存在的复杂作用机制，还在一定程度

上拓展了碳排放风险与生态风险的研究范畴以及丰富了传统地理学学科视角下的生态风险研究成果。
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均入选了全国低碳试点城市，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不仅是长江

经济带重要经济增长极之一，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培育的对象，其战略地位不容忽视。 然而，随着经济的

迅猛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同生态用地保护之间胁迫程度不断加

剧，如何实现区域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保证城市群生态环境低碳、可持续发展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２８］。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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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选取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网格分析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明晰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与生

态风险的空间关联及集聚特征，旨在：（１）以土地利用为切入点，进而探索研究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与生态风

险的空间关联，可为双碳目标导向下区域生态风险识别及评估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风险评估指标；（２）目前，
国内外鲜有基于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与生态风险空间关系视角对区域生态保护提出相应建议，本研究则在探

索开展二者空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空间集聚特征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城市群区域高质量绿色低碳

转型、高标准生境质量向优发展提供参考路径。

图 １　 研究区位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长株潭城市群是以长沙、株洲和湘潭为中心，１．５
小时通勤为半径，包括岳阳、益阳、娄底、常德和衡阳在

内的城市聚集区（图 １），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地形

以低山丘陵和冲积平原为主，中间地势较低，两边地势

较高；域内河网密布，湘江、资江和沅江贯穿长株潭城市

群，是域内主要的 ３ 条河流，此外，浏阳河、捞刀河、涟水

等支流共同构成密集的湘江水网系统，以支撑区域农业

灌溉与城市用水；矿产资源以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和稀

土金属为主，主要集中在株洲、湘潭等地；土壤类型以红

壤及水稻土为主；植被类型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域内常住人口由 ４０４７． ０１ 万人增至

４１３５．６０ 万人，房屋建筑施工面积由 １６１８８．２１ｈｍ２ 增至

２８０１９．２６ｈｍ２，地区经济生产总值由 １７６６２．６８ 亿元增至

３７３９２．８６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由 ９６１１．４９ 亿元升至

１５５１０．２２ 亿元，城镇化率由 ５１．００％升至 ６４．９０％，工业

能源消费量由 ５１７６．９８ 万 ｔ 标准煤减至 ５０４４．０５ 万 ｔ 标
准煤，城市群各市年均气温范围由 １６．２０—１７．９０℃升至 １８．１０—１９．８０℃。
１．２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武汉大学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中国逐年土地利用数据集 （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ＣＬＣＤ） （ ｈｔｔｐｓ：∥ｚｅｎｏｄｏ． ｏｒｇ ／ ）；ＮＰＰ⁃ＶＩＩＲＳ 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ｏｇｄａｔａ．ｍｉｎｅｓ．ｅｄｕ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ｖｎｌ ／ ＃ａｎｎｕａｌ＿ｖ２）；ＤＥＭ 数据地理空间云平台（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 ）；经济社会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３—２０２３ 年《湖南统计年鉴》以及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娄底、常德和衡阳 ８ 市的统计年

鉴。 为便于研究，本研究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７ 软件对所用栅格数据重采样为 ３０ｍ×３０ｍ，坐标统一至 ＷＧＳ＿１９８４＿
ＵＴＭ＿Ｚｏｎｅ＿４９Ｎ，综合考虑研究区面积及样本计算量，本研究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７ 的渔网工具将长株潭城市群划

分为 ５ｋｍ×５ｋｍ 大小的网格，共得到有效评价单元 ４１８０ 个。

２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结合多源数据构建了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与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及

空间关系分析路径（图 ２），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步骤：①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７ 对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对长株潭城市群土

地数据进行叠加分析，得到土地利用转移数据，在此基础上借助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２２ 软件对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不同土地类

型间的转化关系进行可视化；②通过夜间灯光、土地利用和能源数据计算出各格网碳排放量，运用土地利用碳

排放风险模型测算并分析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时空演变趋势；③通过景观格局指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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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并分析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趋势；④考虑到数据非正态分布，本研究首先运用 ＳＰＳＳ２７．０ 软件对城市群 ４１８０
个网格的碳排放风险与生态风险进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再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两者的空间

关系。
２．１　 土地利用碳排放估算方法

土地利用碳排放测算分为直接碳排放估算和间接碳排放估算［２９—３０］。 其中，直接碳排放估算指土地利用

结构其自身变化带来的碳排放量［６］，一般通过碳排放系数法进行估算。 公式如下：

Ｃｄ ＝ ∑ Ｌｉ ＝ ∑ Ｕｉ δｉ
式中，Ｃｄ为直接碳排放量；Ｌｉ为第 ｉ 种土地类型产生的碳排放量；Ｕｉ为第 ｉ 种土地类型面积；δｉ为第 ｉ 种土地类

型的碳排放系数；本研究据已有文献成果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３１—３２］，对碳汇地类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

的碳排放系数分别取值为－０．６４４０、－０．０２０５、－０．０２３０、－０．００５０ｔ ／ ｈｍ２，碳源地类耕地的碳排放系数取值为

０．４９７０ｔ ／ ｈｍ２。
间接碳排放估算即建设用地的碳排放则是指土地利用过程中由于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碳排放，结合 ＩＰＣＣ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提供的能源消耗碳排放测算方法进行测算。 由于网格尺度能源消耗数据获取

困难，本研究参考杜海波等［３３］的研究方法，通过夜间灯光数据间接估算研究单元的建设用地碳排放量，为验

证夜间灯光数据与城市群碳排放量二者的关联性与数据的有效性，通过线性方程对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长株潭城

市群夜间灯光总亮度值与能耗碳排放量进行拟合，拟合判定系数（Ｒ２ ＝ ０．７８５），显著性 Ｐ＜０．００１，据此，夜间灯

光数据与能源消耗碳排放具有较强相关性，可用来开展网格尺度的碳排放量测算。 基于此，参考现有研究成

果［３０］，得到土地利用碳排放计算公式：

ＣＩ ＝ ∑ Ｃｎ ＝ ∑ Ｅｎ × αｎ × βｎ

式中，ＣＩ指建设用地碳排放量；Ｃｎ第 ｎ 种能源类型产生的碳排放量；Ｅｎ表示第 ｎ 类能源的消耗量；βｎ表示第 ｎ
类能源的折算标准煤系数；αｎ表示第 ｎ 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土地利用净碳排放公式如下：
Ｃ＝Ｃｄ＋ＣＩ

２．２　 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指数

土地利用变化会影响区域的生态系统稳定性，进而影响区域的生态风险，本研究参考有关研究成果［３４］，
构建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指数，以表征长株潭城市群各网格的碳排放风险，公式为：

ＣＲ ＝ ∑
ｎ

ｊ ＝ １

Ｓ ｊ Ｋ ｊ

Ｓ
式中，ＣＲ 为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指数，Ｓ ｊ和 Ｋ ｊ分别指第 ｊ 类土地的面积及碳排放系数，Ｓ 为区域土地总面积。
２．３　 生态风险指数

为探测各评价单元生态风险的相对大小，本研究参考有关文献［３５］，构建生态风险指数模型（表 １）对有效

评价单元进行风险评估。 公式如下：

ＥＲ ＝ ∑
ｎ

ｉ ＝ １

Ａｉ

Ａ
Ｒ ｉ

式中，ＥＲ 指生态风险指数；Ａｉ为土地类型 ｉ 的面积，Ａ 表示区域总面积，Ｒ ｉ表示景观损失度。
２．４　 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和生态风险分级标准

为直观、清晰地展示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与生态风险时空演化特征，采用

Ｊｅｎｋｓ 自然断点法，将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与生态风险分别划分为 ５ 个等级。 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等级划分

标准：低风险（ＣＲ≤０．４９７）、较低风险（０．４９７＜ＣＲ≤８．３１６）、中风险（８．３１６＜ＣＲ≤１７．０３４）、较高风险（１７．０３４＜ＣＲ
≤３１．９５９）、高风险（ＣＲ＞３１．９５９）；生态风险等级划分标准：低风险（ＥＲ≤０．０２６）、较低风险（０．０２６＜Ｅ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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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８）、中风险（０．０３８＜ＥＲ≤０．０５６）、较高风险（０．０５６＜ＥＲ≤０．０９３）、高风险（ＥＲ＞０．０９３）。

表 １　 景观格局指数计算公式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指数
Ｉｎｄｅｘ

公式符号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ｓｙｍｂｏｌｓ

含义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景观破碎度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ｉ ＝

ｎｉ

Ａｉ
ｎｉ为土地类型 ｉ 的斑块数目；Ａｉ为土地类型 ｉ 的总面积

景观分离度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 ＝

Ａ
２ Ａｉ

　 ｎｉ

Ａ
Ａ 表示区域总面积

景观优势度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Ｋｉ ＝

（Ｑｉ＋Ｍｉ）
４

＋
Ｌｉ

２
Ｑｉ指斑块 ｉ 出现的格网数与总格网数之比；Ｍｉ指斑块 ｉ 的数目与斑块

总数目之比；Ｌｉ指斑块 ｉ 的面积与样方总面积之比

景观干扰度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ｉ ＝ａ×Ｃｉ＋ｂ×Ｓｉ＋ｃ×Ｋｉ

Ｃｉ代表 ｉ 类土地类型的景观破碎度，Ｓｉ代表 ｉ 类土地类型的景观分离

度，Ｋｉ代表 ｉ 类土地类型的景观优势度，Ｃｉ、Ｓｉ、Ｋｉ对应权重 ａ、ｂ、ｃ 的权

重值分别为 ０．５、０．３、０．２

景观脆弱度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

Ｅｉ

对排序后的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归一化处理，从而得到景观脆弱度指
数：耕地为 ０．１９０５；林地为 ０．０９５２；草地为 ０．１４２９；水体为 ０．２３８１；未利
用地为 ０．２８５７；建设用地为 ０．０４７６

景观损失度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ｌｏｓｓ ｄｅｇｒｅｅ

Ｒｉ ＝Ｆｉ×Ｅｉ Ｆｉ代表景观干扰度，Ｅｉ表示景观脆弱度

２．５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基于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延伸与拓展［３６］，从空间上表征不同属性变量间的集聚程度及

特征。 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用于研究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与生态风险之间的空间关系及关联程度，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反映两者的空间集聚特征。 全局空间自相关公式为：

Ｍ ＝
∑
ｍ

ａ ＝ １
∑
ｍ

ｂ ＝ １
Ｗａｂ × ｘａ － 􀭰ｘ( ) × ｙｂ － 􀭰ｙ( )

Ｓ２ × ∑
ｍ

ａ ＝ １
∑
ｍ

ｂ ＝ １
Ｗａｂ

式中，Ｍ 为双变量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ｍ 为网格总数；Ｗａｂ是空间权重矩阵；ｘａ和 ｙｂ分别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在

网格单元 ａ 和 ｂ 的观测值；Ｓ２为样本方差。
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公式为：

Ｍａ ＝ Ｚａ∑
ｍ

ｂ ＝ １
Ｗａｂ Ｚｂ

式中，Ｍａ指双变量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ｍ 为网格总数；Ｗａｂ是空间连接矩阵；Ｚａ、Ｚｂ是网格单元 ａ、ｂ 属性值的方差标

准化值。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通过桑基图（图 ３）对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分析，从转出角度分析，耕地、林地和水域是主要转

出面积，转出率分别为 ４８．３６０％、４１．７３２％和 ９．４０５％。 林地是耕地的主要转出类型，占比达 ７４．３５０％，其次是

建设用地和水域，转出面积占比分别为 ２０．４４７％、５．０５２％，草地和未利用地占耕地转出面积较少，分别为 ０．０５６
×１０４和 ０．００３×１０４ｈｍ２；林地转出类型有耕地、草地、水域和建设用地，主要的转出类型为耕地，占林地转出面

积的 ９７．８９７％；草地的转出类型为耕地、林地、水域、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总转出面积为 ０．１０７×１０４ｈｍ２；水域

的转出类型为耕地，占比达 ９１．９９４％，其次是建设用地，占比达 ７．３７９％，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地占水域的转出

面积较少，分别为 ０．０４６×１０４、０．００１×１０４和 ０．００１×１０４ｈｍ２；未利用地的转出类型为耕地和建设用地，总转出面

积较少，仅 ０．００３×１０４ｈｍ２；建设用地的转出类型为耕地和水域，总转出面积为 ０．２９８×１０４ｈｍ２。

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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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转入角度分析，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是主要转入面积，转入率分别 ４９．６３８％、３６．０２９％、１１．４５３％，耕地

转入面积的主要来源为林地和水域，分别占转入面积的 ８２．３０６％、１７．４３１％；耕地、草地和水域是林地转入面积

的来源，其中，耕地是其主要来源，转入面积为 ２９．２４０×１０４ ｈｍ２；草地转入量较少，总转入面积为 ０．０８３×１０４

ｈｍ２；水域转入面积的 ８８．１７６％为耕地，１１．１９３％来源于建设用地；耕地、草地和水域是未利用地转入面积的主

要来源，总转入面积为 ０．００５×１０４ｈｍ２；建设用地转入量的 ８６．３３３％为耕地，７．２９１％为林地，６．０６０％为水域，剩
余部分转入面积来源于草地和未利用地。

总体来看，研究区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总转化面积为 ８１．３２２×１０４ｈｍ２，其中耕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的转入量

大于转出量，面积分别增加 １．０４０×１０４、０．００２×１０４和 ９．０１６×１０４ｈｍ２，林地、草地和水域转出量大于转入量，面积

分别减少 ４．６３８×１０４、０．０２５×１０４和 ５．３９５×１０４ｈｍ２，建设用地扩张、林地和水域等生态用地减少，区域内人地矛

盾凸显，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不断加剧。

图 ３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土地利用转移桑基图 ／ １０４ｈｍ２

Ｆｉｇ．３　 Ｓａｎｋｅｙ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２２

３．２　 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时空演变分析

３．２．１　 碳源与碳汇分析

由土地利用碳排放量核算表（表 ２）可知，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碳源占碳排放总量比由 ９５．０８１％降至 ９４．０６５％，
碳汇占碳排放总量比由 ４．９１９％增至 ５．９３５％，净碳排放呈下降态势。

表 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土地利用碳排放核算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２２

年份
Ｙｅａｒｓ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 １０４ ｔ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 １０４ ｔ

碳源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 １０４ ｔ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 １０４ ｔ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 １０４ ｔ

水域
Ｗａｔｅｒ
／ １０４ ｔ

未利用地
Ｕｎｔｉｌｉｚｅｄ
ｌａｎｄ ／ １０４ ｔ

碳汇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 １０４ ｔ

净碳排放量
Ｎｅ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 １０４ ｔ

２０１２ ５６４４．０６１ ２１６．９９２ ５８６１．０５３ －３０２．３５５ －０．００３ －０．８４４ ０．０００ －３０３．２０１ ５５５７．８５２

２０１７ ４８５０．０５４ ２１６．６０６ ５０６６．６６０ －２９８．５３２ －０．００３ －０．８７９ ０．０００ －２９９．４１３ ４７６７．２４７

２０２２ ４５３８．５６４ ２１７．５０９ ４７５６．０７３ －２９９．３６８ －０．００２ －０．７２０ 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９０ ４４５５．９８３

从碳源构成来看，建设用地碳排放量由 ５６４４．０６１×１０４ ｔ 降至 ４５３８．５６４×１０４ ｔ，呈下降态势。 耕地的碳排放

量由 ２１６．９９２×１０４ ｔ 增至 ２１７．５０９×１０４ ｔ，耕地碳排放量出现小幅上升，表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生活水

平的提高，推动了种养殖业等产业发展，２０２２ 年化肥施用量达 １３３．７１０×１０４ ｔ，农业碳排放处于较高排放水平；

７　 ２２ 期 　 　 　 周航　 等：基于网格尺度的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生态风险空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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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碳汇构成来看，林地碳吸收量减少，由 ３０２．３５５×１０４ ｔ 减至 ２９９．３６８×１０４ ｔ，草地和未利用地碳吸收量基本保持

不变，水域用地的碳吸收量呈先增后减的倒“Ｕ”型态势。
３．２．２　 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时空演变分析

从时间维度来看（表 ３），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呈减弱趋势，其风险均值由 ５．
４９６ 降至 ４．６４０，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等级主要以较低风险区为主，说明“绿色税制”等政策、“三高四新”等战

略和“生态修复”等措施助推区域减污增汇降碳协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区域碳排放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低碳排放风险区面积占比呈下降态势，由 ７．８３０％减至 ０．００４％；较低碳排放风险区面积占比先增后减，三期面

积占比分别为 ８６．１５２％、９３．８９５％和 ９３．０９３％；中碳排放风险面积占比先减后增，总体呈上升态势，年均增幅为

０．２９２×１０４ｈｍ２；较高碳排放风险区面积持续上升，由 １１．５００×１０４ｈｍ２增至 １９．１３９×１０４ｈｍ２；高碳排放风险面积出

现小幅萎缩，风险面积由 ５．７４５×１０４ｈｍ２减至 ３．７５２×１０４ｈｍ２。
从空间维度来看（图 ４），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空间分布总体呈多“核心⁃边缘”圈层的空间分布结构。 碳

排放风险较高区主要集中分布长沙市的芙蓉区、开福区、天心区、岳麓区，株洲的天元区、石峰区，湘潭的岳塘

区等地；碳排放风险较低区域主要分布在城市群四周，其地形主要为湘中丘陵、幕阜山和连云山等，地势崎岖

多山地丘陵环绕。

表 ３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面积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ｒｉｓｋ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２２

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等级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２２ 年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ｈｍ２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ｈｍ２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ｈｍ２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低风险 Ｌｏｗｅｓｔ ｒｉｓｋ ７５．７６７ ７．８３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４

较低风险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ｓｋ ８３３．６７９ ８６．１５２ ９０８．６００ ９３．８９５ ９００．８４７ ９３．０９３

中风险 Ｍｅｄｉｕｍ ｒｉｓｋ ４０．９９１ ４．２３６ ３９．４０４ ４．０７２ ４３．９０８ ４．５３７

较高风险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ｉｓｋ １１．５００ １．１８８ １３．８９８ １．４３６ １９．１３９ １．９７８

高风险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ｒｉｓｋ ５．７４５ ０．５９４ ５．７４３ ０．５９３ ３．７５２ ０．３８８

图 ４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空间格局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ｒｉｓｋ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２２

３．３　 生态风险时空演变分析

从时间维度来看（表 ４），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风险呈缓慢降低趋势，其风险均值由 ０．０３１ 降

至 ０．０３０，生态环境保护、山水田园修复等政策有利于降低区域的景观破碎度、提高生态福祉。 低生态风险区

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面积占比由 ４０．７１２％增至 ４４．６８５％，年均增幅为 ３．８８９×１０４ｈｍ２；较低和高生态风险区面积均呈倒“Ｕ”型变化，
较低生态风险区三期面积占比分别为 ３７．５３５％、３８．８３５％和 ３８．１２４％，高生态风险区三期面积占比分别为 ０．
３８４％、０．６１８％和 ０．４１１％；中风险和较高生态风险区面积均呈持续下降态势，中风险区面积占比由 １７．０２１％降

至 １３．３８８％，风险面积年均减少 ３．５０３×１０４ｈｍ２；较高生态风险区面积占比由 ４．３４８％减至 ３．３９３％。
从生态风险空间分布来看（图 ５），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风险以洞庭湖流域和湘江流域为中心，向四周逐渐

递减。 低风险和较低生态风险区是生态风险的主要来源，二者空间分布由城市群四周向中间集聚。 中风险和

较高生态风险区主要分布洞庭湖平原及湘江流域，空间分布格局大体呈“Ｙ”型分布，高风险区固定分布在南

县、岳阳县、湘阴县、临湘市等区域。

表 ４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生态风险面积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２２

生态风险等级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２２ 年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ｈｍ２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ｈｍ２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ｈｍ２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低风险 Ｌｏｗｅｓｔ ｒｉｓｋ ３９３．９６６ ４０．７１２ ３９６．８７９ ４１．０１３ ４３２．８５２ ４４．６８５

较低风险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ｓｋ ３６３．２１９ ３７．５３５ ３７５．７９９ ３８．８３５ ３６８．２９７ ３８．１２４

中风险 Ｍｅｄｉｕｍ ｒｉｓｋ １６４．７１３ １７．０２１ １４９．０２７ １５．４００ １２９．６８７ １３．３８８

较高风险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ｉｓｋ ４２．０７１ ４．３４８ ３９．９９７ ４．１３３ ３２．８６７ ３．３９３

高风险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ｒｉｓｋ ３．７１２ ０．３８４ ５．９７９ ０．６１８ ３．９７８ ０．４１１

图 ５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生态风险空间分布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２２

３．４　 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生态风险相关性分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和 ２０２２ 年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 ０．７４７，０．８０２ 和 ０．７９０，且在 ０．０１ 水平上呈现双侧显著相关；通
过 Ｇｅｏｄａ１．２２ 软件运行得到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分别为 ０．２５６、０．２８４ 和 ０．３０９，均在 ９９．９％的置信度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长株潭城市群碳排放风险对生态风险的影响不断增强，并且该趋势在未来或将长期存续并增强。

为进一步分析格网尺度下碳排放风险同生态风险二者内部空间位置上的关联关系，本研究依次选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和 ２０２２ 年三期数据，对网格尺度下的碳排放风险与生态风险进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 由

ＬＩＳＡ 集聚图（图 ６）可知，长株潭城市群碳风险和生态风险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可分为低⁃低集聚、高⁃高集聚、
高⁃低集聚和低⁃高集聚 ４ 种集聚类型：低⁃低集聚区稳定分布在城市群外围林地分布密集区，是研究区主要空

间分布类型，其空间分布格局呈持续上升。 高⁃高集聚空间分布态势呈下降态势，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洞庭湖

９　 ２２ 期 　 　 　 周航　 等：基于网格尺度的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生态风险空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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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湘潭的雨湖区和岳塘区、娄底市的娄星区以及长沙、株洲和衡阳的部分市区；研究后期，随着洞庭湖区生产

效率提高，农户绿色种植意识的增强，氮、磷等生产要素和重金属冗余率降低，该区域碳排放风险下降，洞庭湖

区的沅江市、华容县、君山区等县区由高⁃高集聚向低⁃高集聚区转移。 因此，低⁃高集聚的主要分布区域由城市

群北部边缘区向洞庭湖平原扩张，其空间分布数量呈上升态势，空间分布格局也由研究区北部向南延申。 高⁃
低集聚区零星分布于研究区内，其空间分布呈减弱态势，固定分布在安化县、新化县、炎陵县、宁乡市、临湘市

和平江县。

图 ６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生态风险 ＬＩＳＡ 集聚图

Ｆｉｇ．６　 ＬＩＳＡ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ｍａｐ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２２

ＬＩＳＡ 聚类：局部空间自相关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４　 讨论

４．１　 碳排放风险与生态风险时空演变特征

现有的研究成果多从省、市、县等层面单独对碳排放风险或生态风险开展有关研究［１０，１３，３７］，本研究从微

观角度入手，以网格作为研究尺度，探究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同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 研究发现，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城市群建设用地和耕地面积增加，但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于区域碳源和碳风险指

数下降具有显著作用，较高碳排放风险始终分布在城市群各市的中心城区，各市中心城区是地方政府经济、文
化发展的重心，在政策、人口的推动下区域住宅、交通和教育等城市职能不断完善，人口向心性效应显著，生
产、生活能源需求量居高不下。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风险呈现下降态势，与王彬等以珠三角［３８］、
韩雨非等以武汉市［１０］ 为研究区的研究结论一致，其中洞庭湖平原和湘江流域是生态风险高值区，这与杨伶

等［３５］以洞庭湖流域为研究区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产业结构主要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
工业废水废气、农业污水的不合理排放，弱化了生态系统供给、调节、支持和文化功能；湖泊、湿地被建设用地、
耕地侵占改变了区域原始自然景观、减少生物多样性，破坏了区域生态系统平衡。
４．２　 碳排放风险与生态风险空间关联

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与生态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侧面说明了不合理的土地利用

会对区域生态安全具有负面影响，不仅弱化土地的碳储存能力，还会导致区域碳风险和生态风险增加。 其中，
低⁃低集聚区分布在城市群四周，高海拔、高植被覆盖率和人类活动较为稀疏的优势为区域生境质量的稳定提

供便利。 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城区、洞庭湖水系附近，一方面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较快发展促使城

市住宅、工矿用地增加；另一方面，耕地的过度开发和土地资源的非合理利用使得区域地质安全问题凸显，从
而导致该区域土地利用碳排放和生态风险较为严峻。 低⁃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鱼米之乡”的洞庭湖平原，伴

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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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产要素的集约化使用、农户绿色种养意识的增强和“退耕还林、退田还湖还湿”等
方针，区域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但现代农业的发展、交通干线和水利工程等基建的修缮使区域出现湿地面

积减少、水土流失和泥沙淤积，加剧了区域景观破碎度，降低了区域生态效率。 高⁃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安化

县、新化县、炎陵县、宁乡市、临湘市和平江县，这些地区森林等自然资源丰富，主要以资源开采和初加工为主，
矿山开采、冶炼过程中植被碳减少、碳排放的大量产生致使区域碳排放较高，而矿山周围林地、草地的环绕，土
地结构的合理分布降低了碳排放风险对区域生态安全的影响，但长期按此情形发展，易弱化区域生态系统调

节能力、碳平衡能力。
４．３　 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空间集聚特征，提出以下四点建议：①低⁃低集聚区生境质量较高，主要以生态环境保护和监

测为重心，严格控制城市发展对生产、生态用地的侵占；其次，加强地方政府同地区高校科研合作，开展气候变

化、生物保护、水土资源保持等研究，提供专区、专项、专业的“三专”生态治理方案；②高⁃高集聚区位于城市中

心城区及水系附近，产业结构多以工业和能源为主，碳排放和生态风险均位于高值区，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模

式，优先发展“低能耗—高技术—高创收”等知识密集型产业提高能源效率，发挥长株潭生态绿心辐射作用，
以推动城市更新、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市蓝绿空间格局；③低⁃高集聚区主要以农产品种养殖业和

初加工为主，区域耕地低效化、破碎化问题突出使其生态效应较为显著，牢守资源开发底线，严守资源利用上

线，坚守“三区三线”，集中整治和保护洞庭湖湿地，发展绿色、有机、智慧农业，对提高区域碳汇潜能、加强区

域生态韧性及抗风险能力具有重要作用；④高⁃低集聚区主要以资源开采为主，域内新化县、宁乡市等区域是

中国铅、锌、锑等矿山的重要来源，通过转变高⁃低集聚区矿业经营、发展模式，以“转”赋能、以“升”聚力对助

推城市群矿产企业跨区高效优质联动、矿区减污降碳高质量协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基于区域自

然规律种植乡土树种对矿区进行生态防护与修复，以帮助矿区恢复生态功能，提高矿区及周围地区碳汇功能。
４．４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有关碳排放风险和生态风险的评估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由于数据限制，建设用地碳排放仅考虑能

源消耗数据，未能将建筑、交通等能源部门的数据进行测算，关于耕地碳排放测算，未能结合研究区化肥、农
药、农膜等生产要素数据对区域耕地碳排放进行更为精确评估，在今后研究中如何精确、科学评估微观尺度碳

排放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最后，对于生态风险的评估未能从人类活动强度和生态系统服务等多维度进行量化

分析，在下一步研究中需进一步完善。

５　 结论

（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长株潭城市群土地转化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８．４０４％。 土地利用转变方向主要为生态

用地向生活、生产用地转移。
（２）研究期间，建设用地碳排放作为碳源的主要来源，１０ａ 以来共下降 １１０５．４９７×１０４ ｔ。 土地利用碳排放

风险空间分布特征多“核心⁃边缘”圈层结构，较高值区分布与研究区主要城镇用地相契合，其空间分布呈扩展

态势；低碳排放风险主要分布在城市群四周，空间分布占比呈减少态势。
（３）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研究区生态风险微弱下降，空间分布格局大体呈“Ｙ”型分布，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耕

地和水系周围，低风险区主要分布在城市群两侧的山地丘陵地带。
（４）研究期间，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生态风险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由 ０．２５６ 增至 ０．３０９，说明二者存在正相关

且关联性增强，在日后研究中可考虑将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引入生态风险评价体系，以便更为客观、全面地评

估“双碳”目标导向下区域生态风险境况。 由 ＬＩＳＡ 聚类可知，城市中心城区的碳风险和生态风险均处于高

值，而多山地、丘陵分布的较高海拔区二者均为低值，洞庭湖平原由于生态脆弱性较高，虽然区域碳风险较低

但该区域生态风险仍处于较高风险，矿区受地形优势影响虽碳风险较高但对区域生态风险影响较小，为防止

生态阈值到达临界点，增加区域生态风险程度，需及时采取相应措施降低区域碳风险程度。

１１　 ２２ 期 　 　 　 周航　 等：基于网格尺度的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生态风险空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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